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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津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风险评价

杨成波，刘秀华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００）

　　摘要：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土地利用是人与自然交叉最为密切的环节，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
利用的加剧，土地利用格局时刻发生着变化，并影响着生态环境，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将给区域生态环境带来风险。

因此，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风险具有现实意义。首先以重庆市江津区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４年的土地利用现状
矢量数据为基础，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进行叠加分析，得到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江津区各地类的变化情况；其次，从土地利用变化及
景观格局变化２个方面入手，构建江津区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最后，依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土地利用指标和
景观生态指标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模型，进而计算出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江津区的生态风险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在地类
变化方面，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江津区的耕地面积减少 ２６８６．５２ｈｍ２，园地面积减少 ５１７．７４ｈｍ２，林地面积减少
２７０．４５ｈｍ２，未利用地面积减少４２．５０ｈｍ２，草地面积减少０．３６ｈｍ２，建设用地面积增加３５６９．７１ｈｍ２，其他农用地面
积增加３２．２６ｈｍ２，水域面积增加 ２５．６３ｈｍ２；在生态风险变化方面，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江津区的生态风险变大，生态风险
指数由２００９年的－０．３７１５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０．３６０３，其中土地利用程度指数、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破碎度指数呈
增加趋势，而耕地垦殖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景观优势度指数呈减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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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是人与自然交叉最为密切的环节，土地利用变
化将带来景观格局的改变，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因而土地利用变化被认为是对生态环境影响最为重要的变化

之一［１］，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不

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将给生态环境带来风险。所谓生态风险

是指环境自然变化，尤其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自然环境物理破

坏引起的不良生态效应的或然性、可能危险性［２］，具有复杂

性、客观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生态风险评价是指在一种或多

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对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不利于生态系统

稳定和良性循环的生态后果进行评估。

目前，针对土地利用变化，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将研究重点

放在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３］、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与趋势预测［４］以及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

如曹银贵等根据遥感影像图，利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
对三峡库区近３０年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空间分布及变化趋
势进行研究，总结出了三峡库区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性，其

研究对库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具有指导意义［５］。胡明等通过

对陕西省安塞县土地利用变化和当地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

总结出当地的耕地面积虽然呈减少趋势，但高技术、高产量农

产品的增加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加上以林地为代表的具

有良好生态效益的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

展，进而加快了当地的城镇化水平［６］。而国内外对土地利用

变化的生态效应研究还较为薄弱。我国的风险评价工作起步

较晚，虽然在化工项目与易燃、易爆、有毒化学品等方面做过

大量的工作，但针对由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生态风险评价

等方面的研究还较少。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土地利用格局会随着人类对土地与日俱增的需求

而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进而产生

一定的生态风险，如何量化这些风险并进行科学的评价是本

研究的重点以及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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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和随之带来的生态风险，对于了
解区域生态环境现状和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治理和恢

复生态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能为在生态安全条

件下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７－８］。本研究以重庆市

江津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分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江津区各地类的变化情况，并从土地利用变化
及景观格局变化２方面入手，构建基于土地利用指标和景观
生态指标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模型，进而计算出江津区的生

态风险变化情况，以探明随着江津区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所造

成的区域生态风险的变化趋势，为相关部门制定土地利用规

划和进行生态安全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以期促进江津区生态

环境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１　研究区概况

江津区位于重庆市西南部，地处 １０５°４９′～１０６°３８′Ｅ、
２８°２８′～２９°２８′Ｎ之间，东邻巴南、綦江，南靠贵州习水，西依
永川，北接壁山。四面高山环抱，境内丘陵起伏，地貌以丘陵

兼具低山为主，其中丘陵占７８．２％，低中山占２１．８％，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大，也愈发多样化。

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各土地利用主体都在为满足自身的土

地需求而相互争夺。由此引发的土地利用冲突问题较为突

出［９］，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环境污

染、自然灾害等生态问题较为严峻。

２　数据来源及分类系统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重庆市江津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２期的
土地利用现状矢量数据；《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地产年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重庆市江津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本研究根据中国常用土地分类标准及相关文献［１０－１１］，将

江津区地类分为８大类，分别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
建设用地、其他农用地、未利用地。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本研究根据重庆市江津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２期的土地利用

现状矢量数据，利用ＡｒｃＧＩＳ将２期矢量数据进行叠加分析，
得到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６年间江津区各地类的变化情况，计算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各地类的变化量、变化率及平均年变化率。
３．２　综合生态风险指数模型的构建
３．２．１　生态风险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研究在参考相关文献
的基础上［１２－１４］，将江津区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土地利

用指标和景观生态指标，具体的指标选取及各指标意义如下：

３．２．１．１　土地利用指标　（１）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土地利
用程度主要反映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其变化是多种土地

利用类型综合变化的结果，可定量地揭示区域土地利用的综

合水平和变化趋势。土地利用程度与生态风险程度呈负相

关，属于逆向指标，表达式：

Ｌ＝１００×∑
ｎ

ｉ＝１
Ａｉ×Ｃｉ。 （１）

式中：Ｌ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Ａｉ为研究区内第

ｉ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表１）；Ｃｉ为研究区内第ｉ级土地
利用程度分级面积百分比。

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是指将土地利用程度按照土地自

然综合体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自然平衡状态分等定级，本研

究将土地利用程度划分为４级［１５－１６］（表１）。

表１　土地利用程度分级赋值

分级类型 土地利用类型 分级指数

未利用土地 未利用地 １
粗放利用土地 林地、草地、水域 ２
集约利用土地 耕地、园地、其他农用地 ３
城镇聚落用地 建设用地 ４

　　（２）耕地垦殖指数。耕地垦殖指数指研究区耕地面积占
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它是衡量一个地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程

度的重要指标。耕地垦殖指数与生态风险程度呈负相关，属

于逆向指标，通常以百分数表示：

Ｋ＝ＰＡ×１００％。 （２）

式中：Ｋ为研究区的耕地垦殖率，％；Ｐ为研究区耕地面积，
ｈｍ２；Ａ为研究区土地总面积，ｈｍ２。

（３）植被覆盖率指数。植被覆盖率通常是指森林面积占
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是反映森林资源和绿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植被覆盖率与生态风险程度呈负相关，属于逆向指标，一般用

百分数表示：

Ｍ＝Ｆ＋ＧＡ ×１００％。 （３）

式中：Ｍ为植被覆盖指数，％；Ｆ为林地面积，ｈｍ２；Ｇ为草地面
积，ｈｍ２；Ａ为研究区土地总面积，ｈｍ２。
３．２．１．２　景观生态指标　（１）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多样
性指数指不同类型的景观在空间结构、功能机制和时间动态

方面的多样化和变异性，反映景观类型的多少和所占比例的

变化，揭示景观的复杂程度。该指数与生态风险程度呈正相

关，属于正向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Ｈ＝－∑
ｍ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４）

式中：Ｈ为研究区景观多样性指数；Ｐｉ为研究区内第ｉ种土地
利用类型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ｍ为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
总数。

　　（２）景观优势度指数。景观优势度指数用于测定景观结
构组成中斑块类型支配景观的程度，表示一种或几种类型斑

块在一个景观中的优势或程度。该指数与生态风险程度呈负

相关，属于逆向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Ｉ＝Ｈｍａｘ＋∑
ｍ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５）

式中：Ｉ为研究区景观优势度；Ｈｍａｘ为最大多样性指数，Ｈｍａｘ＝
ｌｎｍ，ｍ表示斑块类型数。其中 Ｉ值越大，表明组成景观各类
型所占比例差异大；Ｉ值小，表明景观是由多个比例大致相等
的类型组成的；当Ｉ＝０时，则表示组成景观各种类型所占比
例相等。

　　（３）景观破碎度指数。景观破碎度指数指景观被分割的
破碎程度，景观的破碎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反映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的影响。该指数与生态风险程

度呈正相关，属于正向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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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ＮＡ。 （６）

式中：Ｆ为研究区综合景观破碎度指数；Ｎ为景观的总斑块
数，个；Ａ为研究区景观总面积，ｈｍ２。
３．２．２　生态风险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阈值是指一个领
域或一个系统的界限值，属于临界值，即当某一指标低于或超

过某一系统的阈值后，系统结构将发生改变，不再稳定。因

此，阈值是反映系统是否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指标。指标阈

值的确定目前还处在实践和探索阶段，本研究根据以下原则

确定各个指标的阈值：（１）针对目前国家和行业已有标准的
指标，采用国家规定的阈值；（２）国家无明文规定，相关权威
专家经过科学研究已判定的标准指标，可作为该指标的阈值；

（３）对于既无明文规定又没有相关科学研究结论的指标，则
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比较经验数据，得出相对准确

的阈值；（４）对于正向指标，取指标上限为安全阈值，对于逆
向指标，取指标下限为安全阈值。

　　以上所选取的各指标间由于类型和量纲的不同，不便于
研究分析，因此本研究采用归一化方法，依据各个指标的阈

值，通过数学变换把量纲不同的指标统一转化到［０，１］区间
内，以便消除差异，使各指标具有可比性［１７］。将指标无量纲

化的数学转换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ｒｉ＝
ｘｉ
ｚｉ

ｘｉ＜ｚｉ

１ ｘｉ≥ｚ
{

ｉ

； （７）

逆向指标ｒｉ＝
１ ｘｉ≤ｚｉ
ｚｉ
ｘｉ

ｘｉ＞ｚ{ ｉ

。 （８）

式中：ｘｉ为第ｉ个指标的实际值；ｚｉ为第ｉ个指标的安全阈值；
ｒｉ为无量纲化后的各指标值，即标准值。
３．２．３　生态风险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熵权法是一种在综
合考虑所有因素和提供的信息量的基础上客观赋权的数学方

法，其优点是精度较高、客观性较强［１８］。用熵权法计算各指

标权重的过程如下：

（１）第ｊ个指标下第ｉ个项目指标值的比重Ｐｉｊ：

Ｐｉｊ＝
Ｔｉｊ
∑
ｍ

ｉ＝１
Ｔｉｊ
。 （９）

式中：Ｔｉｊ为各个指标的标准值。
　　（２）第ｊ个指标的熵值ｅｊ：

ｅｊ＝－ｋ×∑
ｍ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１０）

式中：ｋ＝ １ｌｎｍ，ｍ表示指标的总数（假定 Ｐｉｊ＝０时，ｌｎＰｉｊ＝

０００００１），某指标的熵值越大，其权重就越小。
（３）第ｉ个指标的权重Ｗｊ：

Ｗｊ＝
１－ｅｊ

∑
ｎ

ｊ＝１
（１－ｅｊ）

。 （１１）

３．２．４　基于土地利用指标和景观生态指标的综合生态风险
指数模型　江津区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模型［１９］如下：

Ｅ＝∑
ｎ

ｉ＝１
Ｗｉｌｎｂｉ。 （１２）

式中：Ｅ表示综合生态风险指数；Ｗｉ表示各个指标所占权重；
ｂｉ表示各个指标的值。

４　结果与分析

４．１　重庆市江津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土地利用变化
通过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重庆市江津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的土地

利用现状矢量图进行空间分析并分别制作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江津
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图１、图２）以及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江津区土
地利用面积变化表（表２）。

　　结合图１、图２和表２可以分析得出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６年
间江津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表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４．１．１　耕地面积减少　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１．９０１８％，６
年共减少２６８６．５２ｈｍ２。一方面，２０１４年江津区固定资产投
资为５７５．０亿元，约是２００９年１９７．０亿元的３倍。这表明江
津区基本建设项目增加，农村兴起“建房热”，乡镇企业日益

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力度加大，城市规模逐渐扩张，这些变

化是导致耕地减少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间，
江津区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推动

农业结构调整，２０１４年江津区农业总产值突破１００亿元，居
全市第一，而２００９年仅为２８．５亿元。这与江津区区委、区政
府提出的“积极发展特色效益农业，加快构建‘１＋５＋１’的现
代农业发展新格局”的发展思路密不可分。近年来，农业比

较效益使农业结构逐渐改变，耕地不断向其他农用地转化，导

致耕地面积减少；而政策的导向作用，使得生产效益差、坡度

较大的地区实施退耕还林政策，这是导致耕地减少的又一主

要原因。

４．１．２　园地、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均下降，建设用地面
积大幅度上升　园地、林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幅度较大，草
地面积基本保持不变。２０１１年，重庆市市委、市政府作出了
战略性决定，支持江津、合川、永川三区打造“双百”城市。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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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２０年，江津区将形成１００ｋｍ２城区和１００万城市人口。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江津区一系列的规划和发展与占用园地、砍
伐林木和开发未利用地是分不开的，是导致３种地类面积减
少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直接原因。

４．１．３　其他农用地面积增加　２００９年８月，江津现代农业
园区启动建设，这直接促进了农业附属配套设施的增加和完

善，到２０１４年江津区第一产业投资额已达到 ４．１亿元，而
２００９年仅为３．７亿元，从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４年，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持续改善，仅２０１４年１年江津区就新建农村农路２１ｋｍ、山
坪塘４口、提灌站４个、蓄水池５个、石河堰１处，新增灌溉面
积１７５．２７ｈｍ２，并相继开工３５ｋｍ天然气管线，新架１０ｋＶ高
压输电电网。江津区一系列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其他

农用地面积的增加。

４．１．４　水域面积增加　水域是指陆地水域和水利设施用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江津区水域面积共增加了２５．６３ｈｍ２。江津
区境内有１２７ｋｍ长江岸线，占重庆市长江岸线的１／５。为了
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江津区于２００９年提出了以长
江黄金水道为依托的思路，在沿线布局建设了德感工业园、珞

璜工业园、白沙工业园和双福工业园四大工业园区。在各大

工业园内均布局了重要的港口码头，现代化的港口和通畅的

航道，使得江津各大工业园区的经济得到了极快发展，到

２０１４年，江津工业园区的规模工业企业总数达２６２户，工业
园区实现规模工业产值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各大园区的快速发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重庆市江津区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土地利用类型
土地利用面积（ｈｍ２）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变化量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变化率

（％）
平均年变化率

（％）

耕地 １４１２６０．２７ １３８５７３．７５ －２６８６．５２ －１．９０１８ －０．３１７０
园地 ２８１３５．１６ ２７６１７．４２ －５１７．７４ －１．８４０２ －０．３０６７
林地 ９９７８４．６３ ９９５１４．１８ －２７０．４５ －０．２７１０ －０．０４５２
草地 ９．８２ ９．４６ －０．３６ －３．６６６０ －０．６１１０
其他农用地 ７１．０４ １０３．３０ ３２．２６ ４５．４１１０ ７．５６８５
水域 １４６１１．５８ １４６３７．２１ ２５．６３ ０．１８ ０．０３
建设用地 ３０８６３．１８ ３４４３２．８９ ３５６９．７１ １１．５６６２ １．９２７７
未利用地 ７１５５．６９ ７１１３．１９ －４２．５０ －０．５９３９ －０．０９９０

展和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是江津区水域面积增加的主要

原因。

４．２　江津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生态风险指标分析
根据式（１）～式（６）计算得出江津区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４年

的生态风险指标值（表３），将各生态风险指标值带入式（７）、

式（８）得到各指标归一化后的标准值（表４），根据归一化后
的标准值，利用式（９）～式（１１）可计算出各指标权重（表４），
最后依据式（１２）计算出江津区２００９年的生态风险指数为 －
０．３７１５，２０１４年的生态风险指数为－０．３６０３，可见风险指数
有明显增大。

表３　重庆市江津区２００９年及２０１４年生态风险指标值

年份 土地利用程度指数 耕地垦殖指数（％） 植被覆盖指数（％） 景观多样性指数 景观优势度指数 景观破碎度指数

２００９ ２６９．６０ ４３．８８％ ３１．００％ １．３８９５５ ０．６８９８９ ０．７９４８２
２０１４ ２７０．８４ ４３．０５％ ３０．９２％ １．４０２５６ ０．６７６８８ ０．８１９６１

　　由表３可知，江津区土地利用程度指数由２６９．６０增加到
２７０．８４，表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城市规
模的扩张，使得江津区的建设用地增加，未利用地减少，使全

区土地利用程度明显加大。耕地垦殖指数由４３．８８％减少到
４３．０５％，植被覆盖指数由３１．００％减少到３０．９２％，在这６年
间随着“１＋５＋１”现代农业新格局的提出，使得部分耕地、林
地和草地向能够获取更高收益的农用地类型转化，导致耕地、

林地和草地的面积减少，进而使得耕地垦殖指数和植被覆盖

指数减小。

景观多样性指数由１．３８９５５增加到１．４０２５６，表明６年
间各种地类间的相互转化增大了各景观在空间结构和功能方

面的多样性，使江津区整体景观的复杂程度增加。优势度指

数由２００９年的０．６８９８９减少到２０１４年的０．６７６８８，表明从
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４年，江津区占优势地位的景观所占比例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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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重庆市江津区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阈值、标准值及权重

指标层 性质 阈值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４年

标准值 权重 标准值 权重

土地利用程度指数（Ｌ） 逆向 ２７９．５０ －０．９２１７４ ０．１６４３ －０．９１７５２ ０．１６５１
耕地垦殖指数（Ｋ） 逆向 ３８．４５％ －０．８７６２５ ０．１６４５ －０．８９３１５ ０．１６５５
植被覆盖指数（Ｍ） 逆向 ３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８９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７９
景观多样性指数（Ｈ） 正向 １．０７～１．９３ ０．７１９９７ ０．１８２４ ０．７２６７２ ０．１８２１
景观优势度指数（Ｉ） 逆向 ０．８８～０．９７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３２
景观破碎度指数（Ｆ） 正向 ０．９１～１．５４ ０．５１６１２ ０．１８７７ ０．５３２２１ ０．１８６３

耕地在整个景观类型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耕地所占比例

的减少使得耕地优势度降低，进而使得全区景观优势度降低。

景观破碎度指数由 ２００９年的 ０．７９４８２增加到 ２０１４年的
０．８１９６１，表明景观被分割的程度加大，部分开发商不顾后果
建楼的情况屡见不鲜，农民也频频将房屋盖在农地里，这些都

导致土地被无规则破坏，使得全区趋向于形成复杂、异质和不

连续的斑块。

江津区的生态风险指数由２００９年的 －０．３７１５提高到
２０１４年的－０．３６０３，表明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随着土地利用格局
的变化，江津区的生态风险变大。一方面，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随
着土地利用变化，江津区景观的复杂程度增加，景观被无规则

分割的程度加大，导致景观多样性指数和景观破碎度指数增

大；另一方面，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由于全区耕地、林地的减少和
建设用地的增加，江津区的耕地垦殖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和景

观优势度指数变小，土地利用程度这一逆向指标虽然是变大

的，但其相对变化幅度小于其余３个指标。因此，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江津区的生态风险呈增大的趋势。

５　结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重庆市江津区土地利用变化显著。主要
表现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而水域、

建设用地和其他农用地面积增加。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

规模的扩张、“双百”城市的打造、江津现代农业园区以及江

津区枢纽港的建设，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地等非建

设用地向建设用地、水域和其他农用地转化，这８种地类之间
的相互转化是江津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形式。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江津区生态风险指数增大。随着江津区
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和未利用地面积的减少，区域内的土地

被大量地利用，但在土地利用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不合

理的土地利用使得景观被无规则分割的现象比较明显，耕地

垦殖指数和植被覆盖指数的减小是导致生态风险增大的主要

原因，应通过相应的措施控制其变化。江津区生态风险指数

的增大应引起相关部门和人员的高度重视，可以通过合理布

局和规划将全区土地利用的变化程度和变化方向控制在合理

范围内，以降低整个区域的生态风险程度。在今后的发展中

也要重视生态安全问题，不能只顾追求经济上的发展而忽略

生态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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